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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与全球城市—区域“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

——以上海和长三角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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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从企业组织的视角出发，结合相关理论，构建“属性逻辑”与“网络逻辑”统一的概念框架，

提出属性衍生出网络，网络根植于属性的假设。然后利用定量方法，从全球层面和本地层面对上海和长三角城镇群

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表征城市属性特征的企业集聚程度和表征城市网络特征的网络连通性有很强的关联性；

并进一步推论“属性和网络”的互动是塑造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区域动态演化的连续的、循环累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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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势力对经济地理研究的巨大冲击，世界城市
［1］

、全球城市
［2］

、全球城市区域
［3］

、崛起中的

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区域（Globalizing City/City-region）
［4］

等概念先后出现。这类研究大多将焦点集中于有着明显“地域

属性”的城市/区域本身，强调全球化作用下城市/区域内部属性的变化与重构。其后，以 GaWC 小组开创的“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s）研究框架开始关注全球尺度下城市间的外部联系，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研究由此从“属性研究”（attributes

re⁃ search）迈入“关系研究”（relational research），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理解全球城市网络/城市—区域网络

的形成与构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对“属性”和“网络”间关系以及两者之间互动作用的探讨尚显不足。近年来，

国内学者在城市网络方面的研究也有极大的发展
［5～9］

，但鲜有对城市属性和网络关系的讨论。

事实上，城市网络并非全球化作用的特有产物，不同城市之间属性的差异必然导致城市间人、信息、物质和资本的交换，

进而形成动态稳定的城市网络
［10］

。全球化的作用，只是放大和加速了城市网络的效应。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由人口、产业集

聚形成的“城市属性”和由交换、交流形成的“城市网络”是相伴而生且紧密互动的。本文试图首先构建统一“城市属性”与

“城市网络”的概念框架，然后提出“属性衍生出网络，且网络根植于属性”的基本假设，最后在此基础上，以上海和长三角

为例辅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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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和概念框架

1.1 企业组织视角下的城市属性逻辑与网络逻辑

首先，广义上来讲，“城市属性”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概念，缘于现代城市的复合多维特性——经济、社会、生态、制度、

文化等要素的叠加。其中，经济要素是维系城市发展的根基，抑或说城市的动态演化、繁荣衰败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在这

一过程中，企业、公司群是推动城市经济运行的“行动者”（agent），这些“行动者”在扩大市场、追逐利益以及降低成本的

过程中，从微观层面进行着内部与外部组织的连续性变化，并投影在地理空间之上，所有这些行动的集合便构成了城市的动态

聚散过程与起落兴衰路径。

同时，在“城市网络”发生与形成的过程中，公司、企业同样是基本的“行动者”。在“崛起的网络社会”中，也同样基

于对增加利益和降低成本的诉求，这些“行动者”将生产资料、劳动力、信息技术、政府、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根据自身需

求组织起来，构建出复杂的、层层嵌套的、从地方到区域乃至全球的动态网络构架，抑或被动地卷入某些已经相对稳态的网络

组织中
［11］

。

1.1.1 属性逻辑

Dicken 等强调了社会组织过程中地理空间的重要性，指出商务企业在生产组织的过程中，使得生产链在全球层面上扩散与

地方层面上集聚，并不断地塑造着空间属性的动态变化
［12］

。Knoben 认为企业组织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组织的网络关系，同时也必

须关注其地理空间这类属性特征：其一，由于不同地域禀赋要素的差异，企业、集群和地域生产系统的行业选择、创生出现以

及聚散轨迹不尽相同，反过来企业在生产组织和空间聚散的动态过程中又不断塑造着地域属性特征；其二，空间距离、地理临

近以及集聚经济等属性要素在企业组织过程中仍旧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3］

（表 1）。

1.1.2 网络逻辑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均将企业是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体，企业内部、之间以及外部网络联系是一个无法触及的黑箱
［14］

。

Maskell 等认为，在既定制度环境下，企业通过网络化的组织形成集群并响应市场
［15］

。Yeung 将企业视为行动者嵌入社会网络

的权力关系之中，并将不同地方的行动者联系起来的组织机构，并区分了企业经济活动的三种组织网络类型（表 2）
［16］

。迪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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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企业网络的内在逻辑是协调和组织位于不同地理空间尺度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形成并发挥作用的
［11］

。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在 GaWC 的引领下，以企业内部网络为基础的城市网络研究已经取得较为广泛和成功的应用，虽然

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但仍旧是目前最有说服力的定量研究框架。然而，企业间网络和企业外网络方面，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

较大，仍然停留在对特定地域个案定性分析的层面，其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仍旧难以得到普适性推广。

1.3 属性逻辑与网络逻辑的耦合

Rozenblat 为了解释网络的形成本质以及造成网络中层级现象的内在动力，从企业这一微观作用者的视角，将传统的城市经

济学/空间经济学理论和全球网络理论进行了尝试性的嫁接，构建了从城市内部网络到城市间网络连续互动的逻辑过程。其核心

观点是：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的多区位选择（在区域或全球范围的延展）是产生网络联系的起点，区位选择的结果是企业在地

方（城市或集群）内的集聚，这一集聚的过程一方面有赖于目的城市本身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网络关系、创新环境和制度

厚度等，另一方面集聚过程产生的循环积累效应使得城市在网络竞争中更具有优势
［17］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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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helt 在探讨企业集聚行为与知识网络形成的互动关系中，提出了一个统一属性逻辑和网络逻辑的假设模型——“本地传

言，全球管道”（localbuzz and global pipeline）
［18-19］

。如图 2所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由众多联系紧密的企业组

成了一个完整的地域生产系统和价值链。在这个系统内，深厚的关系资产使得企业间的信息流动、知识传播、合作交流和相互

竞争形成了一个复杂动态的、水平复合的地方网络，亦即“本地传言”。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下，一个地域生产系统无法

独善其身地孤立于本地，扩大市场、寻求知识和增加利润的诉求使其必然跨越本地界限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联系。在这一动力的

作用下，全球范围内不同的集群系统，通过一部分企业的跨区域、跨国战略，沿着国际劳动分工的逻辑，建立起一个全球网络

系统，也就是“全球管道”。密集的“地方传言”与高质量的“全球管道”的共同互动作用，不仅能强化本地集群的竞争优势，

也能促成跨区域/跨国集群间的纵横竞合。



5

从这两个假设模型中，不难看出“属性与网络”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以企业为原点，在集聚经济、空间集中以及分工合

作的作用下寻求规模报酬递增，由此形成以集群为主要形式的地域生产系统。每个地域生产系统不同的发展路径赋予其不同的

“属性特征”，与此同时，在其内部也建立起一个复杂密集的地方网络。另一方面，在全球尺度下，不同属性马赛克式的城市

—区域片段在全球化的用下，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市场、拉长分工链条、追逐成本洼地，在加剧非均衡的全球地理属性的

同时建立起动态的全球网络，并与地方网络紧密地嵌套起来。结合以上，本研究认为，“属性”与“网络”的互动是一个循环

累积的动态过程：属性衍生出网络，网络根植于属性，它们由微观行动者决策和行为的集合表达于场所空间和流动空间，反过

来也共同决定着行动者锚固在特定地点的方式以及接入不同层级网络的路径。

2 全球尺度下上海“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

2.1 城市网络研究谱系中属性对象选择与网络结果的差异

Friedmann 在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其中强调：①通过跨国公司的战略行为而形成的

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及城市统治力与权力关系；②资本所确立的城市权力与城市支配能力是全球性的，具有明显的核心

—边缘特征
［1］

。Sassen 在 Castells“流动空间”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城市”概念，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分析起点，超

越了传统的核心—边缘地理思维
［2］

。虽然两者都存在“重属性轻关系”的局限，但为后续的不同的实证研究路径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其中，GaWC 的连锁模型（IWNCM）继承于 Sas⁃ sen 的“全球城市”理念，通过构建高端生产服务业的跨国公司网络来描绘

出全球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其对服务价值的赋值加权强调了全球城市的“中心性”；Alderson 和 Beckfield 则与 Friedmann

的“世界城市理论”一脉相承
［20～21］

，运用社会网络相关分析方法，通过跨国公司的总部—分支建立出跨国联系网络，强调出城

市与城市间的权利关系，突出世界城市的“控制力”。

两种不同的理论概念，决定了两种实证方法在数据对象择取上的差异，进而导致了网络分析结果上的差异。简单来讲，对

城市中企业对象的选择，自然先验地决定了描述城市属性的角度，也必然导致网络分析结果的差异（表 3）。下文中，将通过定

量方法对比这两类网络研究分支，进而探析全球尺度下城市“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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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与方法

主要数据来源于 Alderson 和 Beckfield 研究中 2007 年财富 500 强跨国公司联系度结果（Degree）和 Derudder 研究中 2008

年的全球网络链接度（GNC）结果
［20，22］

，共 133 个城市。首先通过对两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分

析的基础上，统计出标准残差，通过对标准残差的解读来考察城市“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并重点分析全球尺度下，上海特

殊的属性特征与网络特征。

2.3 全球尺度下上海“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

首先，图 3 中 X 轴代表跨国公司联系强度，反映出不同产业类型的总部—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择址策略，亦即城市的

控制支配能力；Y轴代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国网络联系强度，反映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某一个城市的集聚程度，亦即城市

在网络中的中心性。考察回归残差结果（表 4）可以发现，上海的标准化残差最高，意味着上海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测度的全

球城市网络中的中心性大大高于其在以跨国公司总部—分支为测度的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控制力，这一论点也被一些学者所支持
［23～25］

。也就是说，相对于多产业跨国公司在上海的集聚程度来说，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上海的集聚程度更加显著（虽然 GaWC175

中的金融类公司与财富 500 强中有所重合，但 500 强中还包含大量的制造业等其他公司，故仍具有可比性）。相对的，纽约、

伦敦、东京、巴黎的中心性和控制力趋于均衡（残差较趋近于 0）；底特律、圣路易斯等城市由于拥有若干超级跨国公司总部，

而表现出更强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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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erson 在世界城市网络分析中引入了出度（OutDegree）和入度（InDegree）等测度指标，分别代表总部和分支机构在

一个城市的集聚程度
［20～21］

。进一步通过标准化 GNC 与标准化 OutDegree 以及标准化 InDegree 的回归（图 4、图 5，表 4），都

可以发现，上海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比 500 强总部以及 500 强分支机构的集聚程度都要高很多，北京则在跨国公司总

部集聚程度上强于上海，这与 500 强企业中中国跨国公司的总部大多设立于北京有直接关系
①2
。通过标准化 OutDegree 与标准化

InDe⁃ gree 的回归分析（图 6，表 4），以及对中国跨国公司总部和外国跨国公司分支的统计，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2 ①2010 年财富 500 强企业中，有 54 家中国企业，其中在北京设立总部有 41 家，而在上海设立总部的仅有 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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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全球尺度下，同样是以企业内部联系为网络研究的起点，但对企业样本的选择的不同，网络分析结果也不同。

这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属性衍生出网络，网络根植于属性”这一观点。两种网络测度法都囿于数值、排名以及结构上的比较

而忽视其结果背后属性特征。从上述分析结果中不难看出，正是由于上海本身在全球化进程中“外资依赖型地区门户”的属性

特征，导致了其强中心性、弱控制力的网络特征。

3 地方尺度下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

Castells 指出，全球城市与全球城市—区域在全球网络中的嵌套伴随着巨型城市区域内部网络化的发展演化——不仅仅是

这些城市—区域被全球网络连接，更重要的全球网络和其所产生的价值需要在这些网络中的节点中重新组织
［26］

。Rozanblat 认

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遵循着网络的外部效应，每个企业的目标是嵌入一个高效的地方网络，以此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网络中占

据优势地位
［17］

。企业区位的决策过程中，地方网络的效率有着很强的影响作用，同时地方网络的形成又有赖于特定地域的集聚

过程。基于此，下文中尝试在地方层面验证“网络与属性”关联性。

3.1 数据与方法

本次研究的长三角范围指长三角的核心区，具体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宁波、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绍兴、

嘉兴、湖州、南通、台州、舟山、泰州和温州 17 个城市。数据采用 2001、2009 年易拜公司企业数据库，由于企业数量较大，

所以本次研究将行政单元划分至市级；同时，产业部类的划分也进行了简化处理，将劳动密集型工业和资源密集型工业归并为

低端工业，将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归并为高端工业。在属性特征表达方面，引入 Rip⁃ ley K 函数（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计算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其中企业的空间坐标可通过百度地图 LBS 平台抓取。Ripley K 函数可以分析任意尺度下点属性空间

的聚散程度，具体通过一定半径距离的搜索范围来统计点数量，进而估计特定尺度下点群的集聚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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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i，j=1，2，…n；i≠j，n 为研究地域单元内企业的数量；A 为研究地域单元的面积；d 为距离变量；wij (d)

为地域单元内企业 i 与企业 j 之间的直线距离
①3
。如果企业在地域单元内是均匀分布的话，L(d) 的期望值为 0；若 L(d)＞0 ，

表示企业呈现集聚趋势；若 L(d)＜0 ，则表示企业呈现分散趋势。L(d)偏离期望值的最大值，即 L(d) 的第一个峰值，可用来

度量其绝对集聚强度，排除企业数量的影响后（式 3），可得到用于各地域单元企业集聚强度横向比较的相对集聚强度 RL(d)（表

5，图 7）。

3 ①虽然通过百度地图 LBS 查询系统的遍历式查询，每个企业的空间坐标有着很高的精确性，但是每个企业之间的欧式距离仅

仅能代表近似的实际距离，首先地理地形的起伏和道路的蜿蜒是造成系统性误差的主要原因；其二，高密度地区和低密度地区

的交通时距差别也是误差来源。考虑到长三角地区多为平原以及其交通网络已经较为发达，故这些误差总体上可以忽略，Conbes

和 Lafourcade（2005）曾对欧氏距离和实际交通距离进行回归研究，相似系数为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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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特征表达方面，基于目前较为成熟的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网络分析方法，定义城市间联系量 Tij 为总部在 i 城市、

分公司在 j 城市的企业数量，相应的城市 i 的出度（Oi）、入度（Oi）、点度（Ti）即可方便地进行汇总计算（表 6，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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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两个部分计算统计完成之后，分别对其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
②4
，然后进行回归分析，从纵向（两个时间截面）与横向

（不同地域单元）两个角度分析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尝试对前文所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

3.2 地方尺度下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

3.2.1 属性特征与网络特征

第一，属性特征方面，结合表 5 和图 8 可以看出，2001—2009 年整个长三角范围内三个价值区段的企业集聚度整体都有提

升。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仍旧集中在各城市的中心城区，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心区位具有

较高的依赖程度；整体上，浙江省城市生产服务业集聚速率快于江苏省城市，且两个省会城市中，杭州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速

率大大快于南京；值得注意的是，台州、扬州这类处于边缘区位的城市生产服务业集聚速率更快，初步判断是因为越远离核心

城市则越不容易接收其服务的辐射。

制造业方面，结合表 5和图 8不难看出，总体上制造业在“Z”字轴上的集聚趋势越来越强，且温州和台州依托自身众多民

间企业的迅猛发展在区域内迅速崛起，使得长三角制造业的分布格局呈现出反“K”的空间结构；上海的制造业则有着明显的从

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扩散的趋势，并在郊区单元重新集聚（从集聚度的变化率中也可明显看出），这反映出上海产业空间的结

构性调整——沿着价值区段的高低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其他城市中，近沪城市如嘉兴、南通、苏州的低价值区

段工业集聚趋势明显；苏州、绍兴及温州高价值区段的产业集聚趋势则更胜一筹。

第二，网络特征方面，结合表 6 和图 9 不难发现，长三角各个城市的连通性（点度）均大幅提升，网络密度也大幅增加，

4 ②这里采用 Z 值标准化处理方法， ，其中μ 为所有样本数据的平均值，为所有样本数据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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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长三角城镇群的网络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其中网络点度增幅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 9 个都为浙江省城市，从图 9 中也明显可

以看出网络连通性重心明显的南移趋势。这一方面源于浙江省自身实力的提升以及其更加灵活和具有弹性的民间企业模式，使

得其在响应市场供需、接入地域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更具优势；另一方面也与苏南地区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起步较早有关。进一

步观察，上海、杭州和南京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和省中心城市具有较高的出度，说明其对外辐射与控制的能力强；其他城市则均

是入度更高，说明其对外辐射能力较弱而内向集聚的能力更强。

3.2.2 “属性”与“网络”的关联性

根据上文中 Rozanblat 和 Bathelt 假设模型，地域内企业的集聚和其内外部网络的形成是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在此基础

上，尝试进一步推测：表征一个城市在网络中外向控制力的网络出度，与其高价值区段产业的集聚程度相关；同时，表征一个

城市在网络内向集聚度的网络入度，与其低价值区段产业的集聚程度相关。

3.2.2.1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网络出度的关联

对2001和2009年的生产性服务产业集聚度和网络出度两组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归回分析（图9），两组回归结果的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961 和 0.945，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说明区域内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与其各自的网络出度呈现出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对比两个时间截面的 R2 可发现，2009 年相对于 2001 年略有降低，说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以及网络出度在

整个长三角城市有扁平化、均匀化的趋势。从表征着城市控制力的高价值区段产业的聚散权衡角度来看，长三角有着高等级功

能多中心发展的趋势。这也验证了 Hall 和 Pain 的关于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假设：高等级功能也会出现在小城市当中。

从企业择址行为的微观视角，可以做出如下推断：首先，企业总部（尤其是跨国公司设立的地区或区域总部）在一个城市

的集聚往往会考虑人才、城市影响力、城市服务水平等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总部的集聚，必然会带来这个城市在网络中控制

力的积累提升；然后，在跟随策略的驱动下，生产性服务业便围绕着这些高等级总部集聚，进而不断强化累积而形成深厚的关

系资产（“地方传言”）；与此同时，由于这些高价值区段产业的不断集聚，城市在网络中的控制力也相应不断增强，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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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乃至跨国家的外向支配联系也越来越多（“全球管道”），这一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循环累积的过程。

3.2.2.2 工业的集聚与网络入度的关联

对 2001 和 2009 年的工业企业的集聚度和网络入度的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回归分析（图 10、图 11），结果显示，不论是

高端工业还是低端工业，均与网络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729，0.743，0.655，0.644；均在 0.01 水

平显著）。对比两个时间截面的 R2，两组回归结果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也就是说工业集聚程度与网络入度的相关关系越趋增

强。同样从微观视角出发，不难推测：在寻求成本洼地的过程中，价值区段下游的生产部类总会积极寻找具有一定规模和基础

的集群/城市，这些既有基础包括熟练劳工、完整的供给链、制度环境等，随着生产企业集聚程度的进一步增强，在规模效应的

作用下，使得内部网络（“地方传言”）不断密实化，进而使得集群/城市的内向集聚度（“全球管道”）也不断增多增强。



16

值得注意的是，高端工业相较于低端工业与网络出度的相关关系更加显著，且 2001—2009 年的变化程度更加明显，这一现

象无疑是产业类型的不同而导致的：一方面，高端工业的投入成本、技术水平、专业化程度以及对人才的要求更高，关系资产

的门槛相应地也更高，更倾向于以产业集群的形式运作，分支机构或者新企业也更倾向于向这些集群集中，进而使得城市的内

向集聚度（网络入度）不断提高，程瑶等通过汽车产业网络和嵌入性的分析证明了这种循环累积效应［25］；另一方面，低端

工业由于对于技术、成本乃至人才等要素的要求相对较低，组织结构相对松散，且对空间区位和空间集聚的不敏感性，使得其

相较于高端工业表现出与网络出度略弱的相关性。

4 结论与讨论

自城市诞生以来，城市网络就存在——通过商品的交换，信息、人、知识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将不同的城市紧密地连接

起来，没有一个城市是孤立发展的，全球化的作用只是放大和加速了这种网络化趋势。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以及全球城市区域

的研究历经了从“属性研究”到“关系研究”的转向，然而如火如荼的“关系研究”往往停留在数据选择和计算模拟的讨论上，

忽略了属性和网络之间关系的探讨。

通过本次对上海及长三角的研究发现，不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城市属性与城市网络都具有很强关联性，且两者的

互动作用是一个连续的、循环累积的过程——属性衍生出网络，网络根植于属性，它们由微观行动者决策和行为的集合表达于

场所空间和流动空间，反过来也共同决定着行动者锚固在特定地点的方式以及接入不同尺度和层级网络的路径。换句话说，集

聚经济和网络策略影响着企业行为，每个企业的目标是嵌入一个更加高效的网络，同时在巨大的网络中占据一个优势的网络片

段；网络在驱动本地集聚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集聚过程也影响着网络结构的演进以及网络中城市的竞争力。

上海的案例研究中，不同属性数据的选择得出了不同的网络特征结果，上海在全球网络中排名的攀升，其背后有着特殊的

属性因素影响——“外资依赖型地区门户”的属性特征，导致了其强中心性、弱控制力的网络特征；从长三角案例中可以看出，

“属性”和“网络”共同塑造着产业空间的组织模式和城市—区域空间的演化，一个城市欲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提升自身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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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捕捉发展机会、锚固各类要素，需要积极培育自身的专业化集群，完善各类服务，创造良好的地方氛围；但另一方面也

需要注意，“属性”和“网络”互动作用的过程也有着明显的负面效应，不断增长集聚的分支机构被本地专业化集群锚固，随

着集聚程度的加深和网络的越趋密实化，也有可能会导致地域生产组织过于僵化和封闭而限制了创新，由此便会陷入路径依赖

和低端锁定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性调整升级。

本研究从全球层面和地方层面分别探讨了上海与长三角“属性和网络”的关联性，但仍有不足与局限：首先，城市属性是

一个复杂概念，企业集聚模式只能代表城市属性的一个方面；其次，由于企业集聚度的计算量较大，仅对市级层面和简化的行

业分类进行了计算分析，这显然无法精确描绘城市完整的属性特征；最后，对行动者（企业/集群）行为的推断还需进行更为详

实的田野调查。以上这些还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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